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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以来史学界、社会史学界的日常生活史研究风风火火，成就斐然。常建华教授是这一研究
中成绩突出者，主编有《中国日常生活史读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 年) ，颇受好评; 又在科学出版社
推出主编的“中国日常生活史研究系列”，计有《日常生活视野下的中国宗族》( 2019 年) 、《中国日常生
活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2020年) 、《中国历史上的日常生活与地方社会》( 2021 年) ，有力推动了日常
生活史研究;他也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刊行了著作《日常生活的历史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三探》
( 2021年) ，对自己的研究加以总结。常建华还是一位热心倡导者，他自 2011 年撰写《从社会生活到日
常生活———中国社会史研究再出发》( 《人民日报》2011 年 3 月 31 日) ，到今年又连续发表三篇论文，即
《日常生活与社会文化史———“新文化”观照下的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 《史学理论研究》2012 年第 1
期) 、《中国社会生活史上生活的意义》〔《历史教学( 下半月刊) 》2012年第 2期〕和《生活与制度:中国社
会史的新探索》〔《历史教学( 下半月刊) 》2021年第 1 期〕。可见他对此种研究的热忱和倾注心力。在
四篇论文中，常建华论述社会史研究从社会生活史进入日常生活史的发展历程，明确日常生活史研究的

内涵，说明此种研究的学术价值以及实现的途径，警惕研究中出现的弊端，全面涉及日常生活史研究的

学理，可以视作日常生活史研究的某种规范，真正是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再出发”与“新探索”。
笔者原先对社会生活史有所认知，欣喜于日常生活史研究累累硕果，及至阅读常建华的专论，始认

真从学理上求知“日常生活”，原来是社会史研究迈入新阶段，将促进社会史研究多领域的综合发展，那
么在日常生活研究上是否需要，能否再出发、再探索呢? 现将学思心得记录于此。

一、从“社会生活”进入“日常生活”———从重视群体到突出个人

笔者在 1985年撰文《开展社会史的研究》( 《百科知识》1986 年第 1 期) 就什么是社会史及其研讨
对象提出如下见解:“社会史是研究历史上人际关系和人们团体生活的历史学的一个科目，一门专史。
它的研究范畴……综合起来，是这样一些社会问题:社会结构、宗族、家庭、婚姻、妇女、人口结构及就业、
犯罪、社会救济、文娱、时令节日、衣食住行的规式与崇尚、丧祭习俗等。”引文道出笔者将社会生活史研
究对象定位于社会群体生活，虽然生活面相当宽泛，但关注的是群体，而不是个人;生活是指通常的，是

泛泛之说，而没有明确为日常生活。为什么只是认识到“社会生活”层面，而没有进到“日常生活”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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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 原来那时笔者接受社会学的社会结构理论，强调人的团体性，关注点是群体性生活，而对人们的

“生活”又冠以“社会”定语，意思是人的社会生活，要同人的社会身份、生产关系、社会关系联系起来。
这是五四运动后个人主义让位集体主义现实观念的本能反映，也是多年接受的“人类的历史，说到底是
阶级斗争史”理论教条的某些成分还残存在思想深处。
十多年后的 90年代末，笔者在《迈向未来的社会史研究》中说到“日常生活”: “中国社会史研究的

社会结构与社会生活，应包括原始社会的氏族和人群的日常生活……”( 唐力行主编《家庭·社区·大
众心态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黄山书社 1999年) 接着在《社会史研究的探索精神与开放的研究
领域》中认识到社会史研究:“受文化人类学、文化史影响甚大的日常生活史研究的开展。”( 周积明、宋
德金主编《中国社会史论》，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0 年) 随后在《中国社会史概论》一书讲“社会史定义”:
“研究历史上社会结构与日常社会生活及其所反映的社会意识的运动体系。”(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
年) 笔者论述社会史研究对象，虽然也包涵日常生活史，但着眼点仍在社会结构、社会生活方面。关键
还是对日常生活史研究的内涵和意义缺乏深入认知。
如今阅读常建华《从社会生活到日常生活———中国社会史研究再出发》，关于什么是“日常生活”，

他归纳中外学者的见解指明日常生活的三个特点:一是生活的日常性，重视重复进行的“日常”的活动;
二是一定要以“人”为中心，不能以“物”为中心; 三是综合性，由于日常生活是一种综合性的日常活动，
单研究某一种个别活动不能反映当时人的完整生活，因此对日常生活的研究一定要在单项研究的基础

上进行综合研究。笔者从而获知从社会生活史到日常生活史研究，实质是从群体史深入到个人史研究，
是从泛泛的生活进入日常的多样的生活领域;换句话说，从社会生活到日常生活，是从重视不排斥个人

的群体生活，深入到个人的日常生活，反复出现而又互相迥异的日常化的生活，关注每一个具体的人的

生活，每一个鲜活的人的生存状态及其生命历程。

二、深化日常生活史研究，与制度史、观念史融为一体的生活史

常建华在明确日常生活史研究内涵和特点之后，进而说明日常生活史研究法，并就当下史学界研究

状况提出避免细琐化现象的出现。他给出两点建议，容笔者分别道来:
一是日常生活史研究借鉴文化史、历史人类学、地域史研究成果，而日常生活又是这些领域不可或

缺的部分。
常建华在《日常生活与社会文化史———“新文化”观照下的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一文中比较详细

地论述了日常生活史与社会文化研究两者的关系，认为前者侧重社会与后者侧重文化，两方面相通，基

础是对生活方式的共识。社会史研究不满足于对下层民众生活状况的描述，进而要了解文化体系是如
何塑造民众的身份认同、情感和日常生活的，揭示日常生活中人们的社会精神面貌。这样一来日常生活
史研究就易于把握生活的意义，而社会文化史则需要将日常生活作为研究的基本内容。是以常建华说
社会史与文化史“共存共荣”，共同发展。他认为新社会史的兴起与历史人类学产生不解之缘，如今的
历史人类学也面对新文化史提出的要求，同意罗伯特·达恩顿的见解:“历史学与人类学的结合使两个
领域都获益匪浅，因为它们的共同目标都是要对某种文化做出解释。”
二是日常生活史研究与“制度”相结合。
常建华说“社会生活”向“日常生活”转变，研究方法上则应注意“建立日常生活与历史变动的联系，

挖掘日常生活领域的非日常生活因素，把握传统农业文明中的商业文明因素”。这是讲求日常生活与
历史变动、非日常生活的关联。在《中国社会生活史上生活的意义》一文中，他提出寻找日常生活与政
治、经济、经营管理、公共事务，以及科学、艺术、哲学、意识形态领域中日常生活因素，从而有益于处理日
常生活史与大历史的关系。这表明他在研究中时刻关注日常生活与历史变动的关系，即同政治、经济、
文化、意识形态的关系，及至发表《生活与制度: 中国社会史的新探索》论文，他把前述历史变动、政治、
经济、文化与日常生活的关系归纳到与“制度”的联系，探求“‘日常生活’理论构建中对‘制度’的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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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基于传统中国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皇权支配着社会，人们的日常生活很大程度上受到国家
制度的制约。因此传统史学注重政治史，重视政治、政策对民人生活的规范与制约，现代史学研究亦有
此倾向，不过学者也在探求生活对制度的实践、改制的影响。常建华注意到李友梅等《从弥散到秩序:
“制度与生活”视野下的中国社会变迁( 1921－2011) 》、赵克生《明代国家礼制与社会生活》、定宜庄《满
族的妇女生活与婚姻制度研究》等成果关于生活与制度的论述，阅览杜丽红的《制度与日常生活: 近代
北京的公共卫生》，谓该文试图阐明制度如何影响日常生活的过程，提出引入“社会中的国家”研究路
径，将国家、社会视作不同结构和不同目的的组织，寻找它们间的互动。在这种学术研究背景下，常建华
提出如何对待“制度与生活”“生活与制度”两个概念问题，他认为前一概念“会给人重视制度实践及自
上而下的感觉”，不如选择后一概念，因为“作为以‘日常生活’探讨为主，追寻自下而上看历史的社会
史，我们主张将生活置于制度之前，提出的是‘生活与制度’的概念，我们希望这样的研究更具挑战性，
超越‘制度与生活’，建立起‘小历史’与‘大历史’更加紧密的关联，为中国社会史的研究进行新的探
索”。他的“生活与制度”概念，包涵对非日常生活研究的内容: “将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的制度化领
域打通，即日常生活研究既注意自身的独特性，同时不排除与制度的联系性，将日常生活与社会生活融

会打通。”“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的互动是社会历史演进的重要方面。因此，在日常生活领域挖掘非
日常生活因素，有利于建立日常生活与大历史的关系。”总之，常建华借鉴社会学界从“国家与社会”到
“制度与生活”的讨论，提出“生活与制度”新概念的主张，令在社会生活与社会制度关系的认识上，日常
生活研究既注意自身的独特性，又不排除与制度的联系性; 将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的制度化领域打

通，即从生活史的角度促进制度史的研究。他将自下向上看的社会史研究法运用到生活与制度领域，是
开辟一个新径途，建立小历史与大历史更加紧密的关联，对中国社会史研究进行新的探索。

三、概述常建华对日常生活史学理研究的建树

笔者对本节标题的阐释是:

( 一) 常建华对日常生活学理建设的贡献

1．指出“社会生活”一词含义较为模糊，伸缩性很大，在研究实践中，人们对于该词内涵与外延的认
识不一，需要厘清“生活”涵义和另辟蹊径。

2．明确日常生活的概念与内涵，以人为中心，尊重个人，关注一个个个人的生活史、生命史，这是史
学研究的根本方向，藉以改变以规律、事件为叙事中心的见物不见人的研究法;从社会生活转变为日常
生活，是观念的转变，即不同于社会生活史、结构史强调人的身份及身份性生活，摈弃阶级论主导观念的
约束性影响。

3．从日常生活视角观察它与制度的关联，与历史变动的关系，与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的关系。
将生活史立足于民众的日常活动镶嵌于社会组织、物质生活、岁时节日、生命周期、聚落形态中。注意社
会分层，了解不同社会群体的生活。日常生活研究，还历史以血肉; 社会文化研究，揭示社会精神面貌;
区域社会研究，置社会史于地理空间。

4．警惕日常生活史研究中出现细碎的弊端，强调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结合，争取大历史、小历史的
有机结合与并呈。

5．尊重日常生活史研究者的贡献，介绍国内外研究者的观点和研究成果。他之所以提出“日常生
活”学理与社会史研究再出发、对“生活与制度”新探索，除了自身的深厚学术功力，还在于他的学术敏
感性，综合吸收他人研究成果。如他发现近十几年来学者越来越多地将制度与生活关联起来，如侯旭东
著《什么是日常统治史》，阐述制度的产生、实态、变化与日常生活。其《北朝乡里制与村民的生活世
界———以石刻为中心的考察》一文，指出村民对村落组织有归属感，将官方的乡里架空。再如宋怡明撰
《被统治的艺术》，论述明代东南地区卫所军户利用“制度套利”，谋求最大利益。又如科大卫在《被统治
的艺术》序言中说:“这本书的‘制度史’，不是皇朝怎样修订制度，而是普通人在不完善的制度下怎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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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阐释制度对生活的影响，制度的有效性与局限性。刘新成在《史学理论研究》发文，强调日常生活
史有重建全面史的特点，隐含某种对研究对象过于细碎的警惕。
要而言之，常建华对日常生活学理的见解，或者说贡献是:提倡以人为中心的日常生活研究，综合非

日常生活，与制度、社会变动相联系，令“小历史”与“大历史”并呈，实现中国社会史研究继续前进。常
建华的建言，无疑对于社会史研究更上层楼起到了促进作用。
( 二) 致力于社会史著述书写方法的思考

常建华提出了利用生活史、“日常生活”书写历史的新视角。诚如他在《中国社会生活史上生活的
意义》一文中所言:“从习以为常发现历史”“从日常生活来看国家”“对于生活的重视挑战传统史料认
识”“从生活方式的转变可以考察民族关系，进行不同文明比较，阐述社会变迁”。

余论:期盼中国社会史研究在新探索中不断前进

绍述了常建华的从“日常生活”再出发、“生活与制度”新探索所体现的社会史研究新成就，欣喜之
情激励笔者思考中国历史研究、社会史研究是否需要，能否再出发、再探索? 这应当是毫无疑问的! 学
术研究本质是不断创新，不断发展，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史就是这样子的:传统史学的发展不必说了，以近

现代史学来讲，是在不断前近:梁启超的“新史学”提倡史学研究关注民众，提醒学者留意于民间历史;
阶级论讲斗争史，概念中有被压迫阶级的贫困民众，实践中的“忆苦思甜”; 结构论瞩目群体及其生活
( 社会生活) ;新文化史、新社会史提倡以人为中心，将目光投向人的日常生活。下一步的研究对象将是
什么呢? 是否从日常生活出发，探讨和书写个性化的日常生活———“个性生活”?
个性化日常生活史:展现生活的多样性、变化性、丰富多彩性; 真正尊重人类社会多元文化、国内多

民族文化、个人人生观( 爱好、职业、信仰、交游、婚姻、生育、生命) 选择将是其主导意识。笔者推理: 个
性生活的多样性，孕育、成长于家庭、学校、社区、社会及职业中，即家庭家族传承因素，学校教育内容和
环境的塑造性，职业的某种“规定性”，社区文化、当代社会流行文化观念、历史传承意识的影响，个人总
是有其身份属性的，有其有形的或无形的群体，或者有其组织( 政治性的、信仰性的、俱乐部性的、家族
的，等等) 活动。
进入“个性化日常生活”研究，对中国人而言尤其有必要。中国人生活在 2000 多年大一统的君主

专制主义政体之下，赋有家国一体意识，讲求集体主义，警惕个人主义，追求和遵循共性，而张扬个性很

难受到社会的认同。历来为民族国家主体意识称道的“先天下之忧而忧”“留取丹心照汗青”，推崇为国
家集体而活着，这是民族魂，必须肯定和提倡，笔者当然也是信仰这种伦理，但是在这种倡导下忽视了个

人生存，令人缺乏个性。环顾历史，司马迁《史记》的《刺客列传》《游侠列传》，是提倡个性的，给个性人
物以应有的肯定，荆轲、聂政、朱家、剧孟、郭解类型人物为后人所知。此后的史书鲜见这类人物，不过竹
林七贤、酒中八仙人( 特别是谪仙人李白) 、八大仙人、扬州八怪虽也出现在书中，但已不是完全的正面
形象。人们耳熟能详的俗语“出头的椽子先烂”( “出头的椽子先朽烂”) 、“枪打出头鸟”，警告世人不要
逞能，不要太有个性而出众，遭人嫉恨，没有好下场。这种具有民族性的日常生活现象，使得笔者认为
“个性化生活”研究的必要性、迫切性是显然的。
在全球化时代，在新冠肺炎肆虐的当下，从生命观来看，中国人的共性是珍惜生命，而西方国家民众

不乏仍坚持自由主义的，以致不顾性命去集会游行，反对“封城”，因不满意宵禁而提出复议。中外民众
的集体主义或个人主义的人生观差异非常明显，所以笔者认为对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再出发，将中国人个

性化生活汇入世界史研究中，加强中外日常生活、个性生活比较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责任编辑 王 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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